
 

 

中国高学历女性的“幸福单身”
—对单身状态与主观幸福感的经验研究

赵    玮，刘旭阳
（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天津 300071）

摘   要：近年来，随着中国高学历女性占比的不断增加，其婚姻状况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却没

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以往的研究只是将女性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而忽视了高学历女性这一群体

的异质性特征。鉴于此，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数据，实证检验了高学历女性的婚姻状

况与其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高学历女性群体的单身状态能够显著提升其主观幸福

感。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高学历女性主要是通过更加自主独立的婚姻态度、更高的人力资本价

值和减弱的社会压力等途径来实现主观幸福感提升的。上述研究结果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现阶段

高学历女性婚恋与幸福状态之间的关系，更引发我们去思考个体“单身幸福”和社会整体“生育危

机”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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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自 1999 年高校扩招以来，青年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显著提高，高等教育性别结构有明显变化

（吴要武和刘倩，2014）。与传统印象中“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情况不同，高学历女性的比例已超过

男性：截至 2017 年，全国范围内女性本科毕业生为 52%，女性硕士毕业生为 53%。然而，优秀的

学业是否能让她们在婚姻市场中更有吸引力呢？事实并非如此。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

超过 30 岁的女性中，有 2.47% 为单身状态，这一水平比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高出约 2 倍，

其中研究生以上学历的女性超过 50% 保持单身。随之而来的是社会对单身女性的歧视问题，国

内外都存在一些带有歧视色彩的词汇，诸如“剩女”“spinsters”等（Macvarish，2006），其中的高学

历者更是被贴上“呆板”“女博士”标签。这表明传统意义上，长期保持单身的高学历女性在婚姻

市场中不受欢迎，她们在社会中的处境不容乐观。随着教育资源在性别分配上的进一步平等和

高校的扩招，女性在高等教育中的占比可能会继续上升（吴要武和刘倩，2014）。因此，作为中国

受教育水平高人群的重要组成部分，高学历女性的婚姻与幸福感问题不容忽视。

事实上，一定比例的单身高学历女性不是因为自身条件差，在婚姻市场上不受欢迎而落单。

2011 年重庆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在随机调查的 500 位 28 岁以上、未婚无对象的女性中，拥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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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的占比超过 80%，拥有汽车的占比约为 30%，月收入超过 7 000 元的占比约为 30%；并且拥有较

高生活水平的女性也有时间和金钱去健身和美容（许圣义，2011）。有媒体将这些高学历单身未

婚女性称为“三高女”，即高学历、高素质、高收入。在韩国，“黄金单身女”具有如下特点：注重自

我投资，提高自身素质；多感性消费，诸如购买名牌、海外旅游等（李美景，2012）。因此结合婚姻

市场和个人条件，这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经济条件良好的单身女性并非无男性欣赏，现阶段单身

更多的是她们主动选择的结果（王霞，2006；李美景，2012）。可见，这些高学历单身女性有着令人

羡慕的工作；在日常生活中，追求高品质的休闲娱乐活动；从个人修养和行为举止来看，她们也

更注重细节，并且在穿着打扮和修饰方面也都很用心。那么，这些条件较好的高学历女性，为什

么有相当比例保持单身呢？她们对自己的婚姻持何种态度呢？这种单身对于其幸福感会存在怎

样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基于哪些因素呢？

目前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婚姻市场中的匹配和女性婚姻与幸福感关系这两个方面：一方

面，有学者认为高学历女性的性格类型、婚配时间推迟和理想配偶稀少造成她们在择偶和婚恋

中身处劣势，进而长期单身并且承受着孤独和社会压力，生活满意度低（李煜和徐安琪，2004；齐

亚强和牛建林，2012；雷晓燕等，2014）。但本文通过分析表明，现阶段的高学历女性并非以往研

究中不善交际的“书痴”形象，她们条件较好，在职场中表现突出。即便部分群体因对爱情的高

要求和不愿将就而单身（王霞，2006，李美景，2012），但她们能够享受单身生活，保持“相对幸福”

的生活状态。另一方面，大多数研究一致认为婚姻能够显著提高女性的幸福感（李煜和徐安琪，

2004；齐亚强和牛建林，2012；雷晓燕等，2014）。婚姻通过改善健康状况而提高女性的幸福感

（Lyubomirsky，2008）。已婚的女性在身体不适时能够得到配偶的悉心照料和积极的鼓励。另外，

婚姻的完整性通过精神因素和感情慰藉，给女性自尊与安全感（齐亚强和牛建林，2012）。尤其是

对于婚姻生活中的子女，穆峥和谢宇（2014）研究表明孩子能够增加父母的信心和生活满意度。

而针对高学历女性，已有研究并没有给出差异性结论。然而，从健康的角度来看，照顾与陪伴都

是相互的。如果这些“高学历、高素质、高收入”的女性自身保持较健康的身体状态，配偶却频繁

地生病，婚姻带来的可能是负担而不是幸福感。另外，随着女性的经济和精神独立，婚姻不再是

唯一的避风港。相反，婚姻对女性来说可能意味着更多的时间精力回归家庭，事业停滞或更大的

牺牲，家庭事业面临双重压力。尤其对于高学历的女性自身，结婚意味着她们为家庭牺牲得更

多，反而会降低她们内心的幸福感。因此，婚姻与女性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仍需进一步讨论，尤其

对于高学历单身女性，可能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基于此，我们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的数

据，试图讨论高学历女性保持单身的现状，并回归验证高学历女性的单身状况与其主观幸福感

之间的关系，找寻主要影响机制。

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已有文献进行了创新：其一，对于女性的婚恋观点，我们提出了

不同于传统观念的新论点。传统的婚恋观念在当下有了较大转变，女性（尤其是高学历者）对自

身的婚姻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心态和经济实力的独立使她们不需要依附男性，婚姻不再是她们

的唯一选择，保持单身带给她们良好的生活状态。本文拓宽了女性婚姻和性别观念的研究。其

二，“女博士”“剩女”是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但是，目前鲜有文献详细研究高学历女性单身状

况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即使有文章涉及相关内容，也缺乏对内在影响机制的研究，更缺少经验

证据。本文对高学历女性这一特殊群体的婚姻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给出了从理论到实证的完

整研究。其三，当前社会普遍的生育压力与高学历女性的“单身幸福”之间似乎存在关联，如何

在引导个体幸福的同时而不违背社会整体利益，这能够给未来的政策设计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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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随着经济发展、观念开放以及高校扩招，女性现已超过男性成为高等教育的主体，劳动参与

率逐步提升。但是，当女性获得了高学历后，由于婚恋关系的理想人群少等原因制约，她们却有

相当比例保持单身。于是“第三种人类”“女博士”一些讽刺词语出现了，此类社会问题近年来广

受热议。作为青年精英人群的重要组成，她们的福利问题不容忽视。近十年来，经济学家们开始

超越简单的经济因素，从更宽泛的视野来研究社会福利问题，婚姻视角是该研究的重要分支。已

有研究在探讨婚姻与幸福感时，通常将女性作为一个整体，控制人口学特征等影响因素，探讨婚

姻与幸福感之间的正向关系（刘斌等，2012；池丽萍，2014；吴愈晓等，2015；李磊等，2017）。但是，

对于高学历女性这一特殊群体，可能存在差异性。

婚姻状态的选择可追溯到高学历女性的择偶标准和婚配模式。大多数学者认为，现阶段仍

是同类婚姻占主流，双方择偶的相似性相容是长期稳定婚姻的基础（李煜和徐安琪，2004；齐亚强

和牛建林，2012）。但在相似基础上，婚姻匹配存在性别差异：女性倾向于社会经济条件稍好于自

己的男性，男性则更偏向于条件稍差的女性，并且在婚姻中丈夫稍强于妻子的搭配，生活满意度

相对较高（雷晓燕等，2014）。教育水平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会希望找到与

自己学历相匹配或稍高的男性，但男性偏好受教育水平相当或略低的女性（吴要武和刘倩，

2014）。于是对高学历女性来说，一方面学业占据配偶搜寻时间，高等教育使她们错过了最佳婚

配时间；更重要的是，高学历使得她们希望找寻更优秀男性，因此理想配偶数量十分有限（吴要

武和刘倩，2014）。在此背景下，现实中高学历的女性的婚姻匹配模式为：一些高学历女性的确找

到条件更优越的丈夫，并在婚后为婚姻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相夫教子；另一些高学历女性因找

寻困难，适当降低自己的择偶标准，配偶并非其理想人选（张林等，2016）。而对保持单身的群体，

部分因自身状态良好，有较高社会地位，不急于步入婚姻；同时有部分高学历女性，即便没有理

想丈夫出现，也不愿降低对配偶的要求或将就婚姻而保持单身（王霞，2006）。

以上的婚姻模式会导致高学历女性怎样的幸福体验呢？对身处婚姻之中的高学历者，她们

可能为了家庭比丈夫牺牲更多；当女性的丈夫不是她的理想伴侣时，长期的牺牲可能加剧矛盾。

婚姻中潜在的不和谐反而会降低女性的主观幸福感（Lewis，2005）。反之，对于保持单身的群体，

她们保持“单身贵族”身份，满足当下状态；有些对爱情要求高的人，虽不缺追求者，但在最理想

的类型没有出现时，仍坚持原有的择偶标准。对于她们来说，保持单身相比将就择偶更“幸福”。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对于高学历女性，单身状态能够提高她们的主观幸福感。

为什么在以上模式中单身的高学历女性更幸福呢？我们分别从微观个体态度、劳动力市场

和社会家庭背景三个角度，具体分析单身状态提升幸福感的主要因素和影响路径。

高学历女性，因其与传统定义的贤妻良母有很多不同的特征，所以在婚姻态度上与传统观

点存在差异。首先在主观态度方面，高学历女性通常对于两性平等有更深的认识（周永红和黄

学，2014）。一方面，在接受教育过程中会接触、了解更多促进平等和消除偏见的观点；另一方面，

接受教育能提高个人能力，因此能够消除某些天然歧视，增加对公平的感知（许晓茵等，2010）。

因此，通常高学历女性认为自己与男性之间在天生能力、社会地位等方面不存在明显差异，她们

持有更加公平的性别态度，不接受女性就应该结婚而依附丈夫、家庭的传统观点，认为婚姻应当

以双方平等为前提。而当今的婚姻家庭中，女性在夫妻双方中付出更多，甚至需要自我牺牲仍是

一种社会常态。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很难对这种婚姻模式的不平等有认同感。

再者，高学历女性对于婚姻也存在新的认识：结婚不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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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定越来越具有自主性，甚至认为结婚并非必经之路，单身也未尝不可。事实上，当前未婚男

性和女性在对待婚姻时都存在着“不着急”的心态，单身似乎成了一种选择（王霞，2006）；李美景

（2012）在研究韩国“黄金单身男女”出现的原因时也指出婚姻观念的变化，80 后单身女性认为一

定要结婚的占比不足 10%。相比于靠婚姻为纽带依附男性，并在婚姻中做出更大的牺牲，高学历

女性的婚姻态度更加独立、自主，自我的独立发展更加被认可，单身状态是一种更好的体验。此

外，由于现阶段的高学历女性群体具备高收入、高素质的特征，她们在感情方面很难降低要求而

“下嫁”给非理想对象。不仅女方认为这样在经济水平等社会因素方面会“委屈”自己，男方也可

能因习俗观念而承受心理压力，此类婚姻即便完整也毫无幸福美满可言（雷晓燕等，2014）。她们

因没有理想的结婚对象而保持单身，单身使她们享受“相对幸福”的状态。因此，我们得到第二

个假设：

假设 2：微观层面，高学历女性有更平等的性别态度，更多元的婚姻态度。这种态度使她们

更愿独立依靠自身而非以婚姻为纽带依靠男性，因此保持单身会提升其主观幸福感。

在劳动力市场上，高人力资本与体面的工作岗位是高学历女性的重要特征。随着女性接受

高等教育比例的增加，其储备的人力资本水平有了巨大提升，这些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越来越

有能力与男性竞争，甚至占据竞争激烈的工作岗位（吴要武和刘倩，2014）。而出于职业发展的考

虑，高学历女性可能会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工作上面（Macvarish，2006），工作与自我生活的

充实可能促使她们享受当下，主动保持单身；并且，恋爱婚姻关系需要投入较大的精力与时间，

后期更涉及整个家庭成员的参与。职场的快节奏、高压力会使得职场女性因婚恋成本高而更多

关注工作（王霞，2006），因而职业成为其归属感、幸福感的保证。同时，现阶段不仅高学历女性的

高收入使女性忽视婚姻的经济支持，而且职场中的综合提升也提高了女性的自我地位，男性在

职场的“主宰”现象在慢慢减弱。女性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显著提升，事业成功与职业价值能够

替代家庭女性的传统定位，社会认同也可帮助其实现自我的社会定位。这种较高的社会经济地

位能够确保其获得较高的幸福感。在此背景下，婚姻和婚后的生育对她们来说意味着牺牲职业

方面更好的前景，会对已有的社会经济地位带来风险，因此相比于步入婚姻，单身能够提高她们

的主观幸福感。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3：在劳动力市场中，高学历女性有高质量的人力资本，这使她们能够获得职业价值和

社会地位，对女性的家庭定位具有替代作用。相比于婚姻对社会经济地位带来的风险，单身状态

能够提升主观幸福感。

随着经济与文化的开放，社会文化和家庭对单身宽容度的提升是单身女性能够感到幸福的

外在原因。影响婚姻决策的因素不只局限于女性自身，特定的文化环境和家庭氛围通常也会对

高学历女性的婚姻状态产生影响。历史上，东亚文化圈层强调以家庭为核心，因此结婚并组建家

庭是社会主流意识，社会学中的“社会规范理论”强调符合社会规范的人会得到更多认可，从而

体验到更高幸福感；反之，如违反了社会规范，会因社会压力而降低幸福感（池丽萍，2014）。因

此，对于过去那些未婚的高学历女性而言，来自家庭和社会舆论的不容忍可能使其成为家庭矛

盾的爆发点和社会关系网中的劣势群体，严重影响幸福感。当下，社会学家普遍强调的“社会支

持理论”，则对以往认为的“少数群体”给予支持（池丽萍，2014）。对于高学历女性，当代社会承认

她们的成功，并非只通过单身就认定她们为性格怪僻或不受欢迎。尽管父辈们仍将子女的婚事

视作人生的重要一步，大部分家长仍希望子女早日成家立业，但是他们更尊重子女的意愿。尤其

对于女性，父母不再简单因为其单身而在亲朋好友中抬不起头，高学历、好岗位同样可以得到父

母的认可。所以说，社会风气的宽容和家庭氛围的自由给予高学历女性更多的尊重和理解，减少

赵    玮、刘旭阳：中国高学历女性的“幸福单身”

•  45  •



了其承受的压力。高学历女性在保持单身过程中有条件避免焦虑等负面情绪的产生，从而减少

其对主观幸福感的降低作用。基于此，我们得出第四个假设：

假设 4：随着社会文化的逐渐开放以及家庭对子女婚恋选择的宽容，高学历女性保持单身所

承受的婚恋压力明显减小，单身对主观幸福感的降低作用在减小。

有研究显示，男性与女性在选择婚姻对象时的标准不同。比起女性对丈夫的经济条件、社会

地位的重视，男性将妻子的相貌、性格作为首要考虑因素（Banerjee 等，2013）。基于以上分析，高

学历单身女性在婚姻市场上经济条件突出，且在外貌条件、性格等方面并不存在明显劣势，因此

传统观念中高学历女性的“呆板”“木讷”等消极形象并不成立。但即便如此，高学历适婚女性仍

有相当数量保持单身。通过分析婚恋匹配模式，我们认为目前高学历女性的单身存在两种情形：

主动保持现状和因无理想对象而宁愿单身，并且这种单身均能够提升她们的（相对）主观幸福

感。主要的影响因素可总结为：自身的观点转变和劳动力市场上人力资本价值的提升使得单身

能够提高她们的幸福感，而社会及家庭氛围的逐渐宽容也显著减少了单身带来的压力对幸福感的降低

作用。

三、数据与变量

（一）数据来源

鉴于数据的全面性及其在女性行为举止等变量数据方面的完整性，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跟踪

调查（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2014 年的数据。中国家庭跟踪调查覆盖了全国除新疆、西藏、

青海、宁夏、海南、内蒙古和港澳台外的 25 个省份。2014 年共计 37 147 位成人调查对象，有 18 507

位女性调查对象，约占 50%。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为具有高学历的女性（年龄为 22−60 岁），其中

大学本科、硕士及以上有 2 406 个调查对象，占女性主体的 10.8%。

（二）变量定义

本文的核心自变量是单身，婚姻的状态分为“从未结婚”“结婚有伴侣”“同居”“离异”“寡

居（结婚无伴侣）”。“同居”状态相对模糊，并且样本占比较少，“寡居”通常是老年的状态，因此

这两类均不在本文的考察范围之内。对结婚的定义分为“有配偶”和“有结婚经历”两种，鉴于本

文侧重高学历女性当下的主观幸福感，我们参考吴要武和刘倩（2014）的做法，将单身变量定义

为 1（“从未结婚”和“离婚”）和 0（“结婚有伴侣”）。

所谓“高学历女性”，一般指接受过高等教育并取得毕业学历证明的女性。高等教育包括大

学本科、大学研究生教育（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这里，将数据库中的最高受教育水平分为文盲

（1）、小学初中（2）、高中毕业及大专（3）、大学本科（4）和研究生及以上（5）等 5 个等级，当教育水平

为 4 或 5 时，认定为高学历群体。因变量是“对主观幸福感的评级”，衡量标准分别是从 1 到

10（CFPS）的评分。评级越高，幸福感越强。

本文同时定义了一系列重要变量来验证第二部分的理论假设。首先，讨论与高学历女性外

在形象相关的变量：定义美貌为“访员对受访者的外貌评级，从 1（不好看）到 5（非常漂亮）”，整齐

为“访员对受访者衣着整齐的评级，从 1（不整齐）到 5（非常整齐）”，聪明为“聪明程度，从 1（不聪

明）到 7（非常聪明）”。再者，定义态度变量、人力资本变量和外在压力变量来讨论影响机制。态

度变量包括婚姻态度和性别态度。将对“女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这一观点的认同作为婚姻态

度的代理变量，以衡量婚姻在女性心里的必要程度。认同的态度表明，结婚、相夫教子才是女人

最重要的使命，是女人的价值体现，变量取值从 1（不认同）到 5（非常认同）。性别态度包括对“女

人生来没有男人能力强”“男人以事业为重、女人以家庭为重”“女人至少应该有一个孩子”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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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观点的认同度，变量从 1（不认同）到 5（非常认同）。人力资本主要定义了工作时间和个人收

入，用来体现工作的繁忙程度和人力资本价值，本文用周工作时间和个人收入的对数形式分别

衡量。在压力度量方面，由于数据局限性，主要考虑了来自家庭压力的间接影响：由于家庭的代

际数与性别的观念开放程度密切相关，代际数越多，更多的亲戚同住在一起，则代表关于女性和

婚姻的观点就越传统。

关于高学历女性幸福感的微观研究还需控制其他相关变量，参考已有讨论（Frey，2002；袁正

和李玲，2017），本文考虑了如下因素：（1）健康。对自己的身体评价，从 1（不健康）到 5（非常健

康）。（2）年龄组别。第 1 组：适婚年龄（22−30 岁），第 2 组：大龄女青年（31−40 岁），第 3 组：中老

年（41−60 岁）。（3）社会地位。对自身社会地位的评价，从 1（社会地位低）到 5（社会地位高）。（4）是否

生活在城市。0=乡村，1=城镇。（5）信任。绝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1=同意，0=不同意。（6）住房

价值。用目前房子的市场价（单位为万元）表示。0 为无房产。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在中国家庭跟踪调查（2014）的 2 406 位高学历女性群体中，单身状态约占 27%，已婚比例为

73%。T 检验是对高学历女性中单身群体和已婚群体指标平均水平差异性的检验。首先，单身高

学历女性的平均幸福感水平高出已婚高学历女性 0.141 得分，T 检验在 0.1 水平上显著。且在美

貌水平、整齐程度和聪明机敏方面，单身高学历女性分别以 0.045、0.021 和 0.100 的得分优于已婚

高学历女性，这说明高学历人群中单身者在这些方面不存在劣势。在个人收入方面，已婚女性的

收入以 0.001 的水平显著低于单身的高学历女性 1.57 分，即单身者收入更高。①因此，高学历的单

身女性有漂亮的外貌、整齐的着装、机敏的社交方式，且具有吸引力；同时，她们有较高的收入，

经济条件良好。并且她们在幸福感上优于高学历已婚女性。综合来看，这些女性拥有较好的外

在条件，在婚姻市场上可以认为是“高质量”对象，但保持单身，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她们自主

保持单身的理论观点。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统计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高学历女性的一些特征。由于对学业的

投入，在外表和社交方面，高学历的单身女性低于普通学历女性：在漂亮程度、整齐仪态和机敏

水平方面分别低 0.040 分、0.120 分和 0.089 分，且后两者在 0.1 水平上显著。但在个人收入和幸

福状态上，高学历单身女性分别以 1.154 和 0.187 的得分体现出显著优势。虽然与普通学历女性

相比，高学历女性在婚姻市场中的外表不占明显优势，但高学历女性仍保持较高的幸福感。这间

接体现了单身的现状不会降低高学历女性的幸福感。

（二）回归结果分析

参考 Blanchflower（2004）关于婚姻和幸福感的方程，对高学历女性样本构建如下模型：

happyi = βsinglei+ θXi+εi （1）

其中，happy 表示幸福感，single 表示单身，X 表示其他控制变量。首先用最小二乘（OLS）方法对幸

福感进行回归。考虑到主观幸福感是等级变量，用有序选择模型（ologit）再次回归，验证单身对幸

福感关系的稳健性。回归结果详见表 1。回归结果表明，单身的系数始终为正数，且在统计意义

上显著。OLS 系数表明，保持其他变量不变，单身的状态平均对主观幸福感提高了 0.149 分。有

序选择模型中，单身对幸福感也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根据回归系数可依次计算单身状态对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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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的边际影响，如对于处在 6 分幸福感的高学

历女性，单身的状态会使她获得幸福感为 7 的

概率增加 5.2%。从控制变量来看，年龄是影响

幸福感的关键因素。根据年龄对女性婚姻心理

的影响，30 岁之前的均为适婚女性，即为基准

组；40 岁之前的属于大龄女青年；40−60 岁的为

中老年组。幸福感呈现出先降低后上升的变化

趋势。由于大龄女青年承受着较大社会压力，其

主观幸福感明显下降；而随着年龄的上升，心态

逐渐趋于平和，主观幸福感回升。外貌和外表对

主观性幸福感有正向影响，但统计上不够显著，

说明高学历单身女性的外貌和仪态不是影响其

主观幸福感的主因。女性的自信程度与个人的

信任程度能够显著提升主观幸福感，说明心理

状态更能影响幸福感受。社会地位对主观幸福

感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说明社会地位和经济因

素是女性社会价值的体现，能提升其生活满意度。

本文同时还研究了非高学历女性的单身状态对幸福感的影响。OLS 和有序 logit 的系数分

别为−0.276 和−0.226，并且均在统计意义上显著，①即对于非高学历女性，已婚有配偶能够显著提

高她们的主观幸福感。这承接了以往研究的结论（刘斌等，2012；吴愈晓等，2015；李磊等，2017）。

其他控制变量如美貌和整齐方面，系数明显高于高学历女性，且显著性也强；而社会地位和住房

价值系数与高学历的方向一致，但幅度明显减小。对比可见，单身状态对高学历和非高学历女性

的主观幸福感影响存在较大区别。这说明分样本的差异化研究更有说服力。

（三）匹配的因果推断

模型回归说明了高学历女性的单身状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显著正相关，但两者的因果关系

有待进一步检验。在回归模型中，因模型设定、遗漏变量和高学历女性样本差异问题，因果关系

的真实性常被质疑。但由于数据局限（婚恋变化的样本不足 30 人），实际操作不可实现。基于此，

本文用匹配方法进行基于数据的因果推断。

我们运用 Rubin（1979，1984）提出的倾向得分法对样本进行匹配，以弥补模型回归对因果关

系估计的主要不足。再者，虽然高学历女性中单身的样本和已婚的样本完全不同，通过匹配方

法，找到两个样本中最相似的子样本，然后对这两个最相似的子样本进行因果推断。由于这两个

子样本在其他控制变量代表的特征上无明显差别，因此两者主观幸福感的区别来自单身状态差

异。这种匹配方法不依赖计量模型的设计和回归，完全根据数据，因此符合因果推断的特征。

将单身状态作为处理变量，回归中的控制变量作为其他特征变量，带入倾向性得分匹配的

计算中，这里分别用最临近匹配（NN-matching）和逆概率加权匹配（IPWAR）进行得分匹配，具体的

方法演绎详见 Wooldridge（2010）。最终两种方法计算的平均处理效应（ATE）和单身样本的处理

效应（ATET）分别列在表 2 中。匹配损失了 800 多个样本量。对于高学历女性，单身对所有匹配

样本的幸福感提升和对单身样本的幸福感提升在幅度和显著性上表现一致，稳定在 0.2 的水平

表 1    单身与幸福感的回归结果

OLS ologit

幸福感 幸福感

单身 0.149**（0.086） 0.155**（0.084）

外貌 0.025（0.063） 0.028（0.063）

整齐 0.080（0.059） 0.062（0.059）

大龄青年组 −0.199**（0.124） −0.223**（0.116）

中老年组 0.005（0.109） 0.121*（0.106）

自信 0.645***（0.039） 0.710**（0.043）

健康 0.189***（0.034） 0.207***（0.034）

城市 0.374***（0.083） 0.342***（0.082）

社会地位 0.113***（0.039） 0.137***（0.041）

信任 0.099**（0.057） 0.089*（0.056）

住房价值 0.196***（0.042） 0.140**（0.044）

常数项（切割点） 2.696***（0.332）

样本 2 389 2 389

R2
0.192 0.104

　　注：（1）省略了切割点；（2）括号中为稳健标准差，***、**和*分

别表示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以下各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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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得分方法的不同并不会影响提升效果，单身

对幸福感的显著提升效果增强了两者的因果关

系，从而验证了假设 1。

为了验证匹配方法的科学性，我们分别对

原始数据和匹配后的数据进行平衡性检验，以

说明匹配后单身高学历女性与已婚高学历女性

在其他特征上无明显区别。参考已有文献（Wu
和 Wang，2018），针对最临近匹配得分的计算结

果，分别计算最重要控制变量的 Welch’s t-test、
方差的 F 检验和分布的 K-S 检验，结果详见表 3。

匹配前，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单身者比已

婚者整体上更年轻，收入更高，且样本均显示显

著性差异；匹配后，单身高学历女性在年龄和收

入方面与已婚高学历女性的差别不再显著。这

证明了匹配方法的合理，从而完成了单身与幸福感的因果推断。

五、主要影响机制检验

（一）婚姻态度

单身状态的选择是对传统婚姻观念的一种颠覆式转变。在中国，“女大当嫁”的传统思想意

味着女性到了一定年龄就应该步入婚姻，“以夫为纲”，依附于男性而生活。社会对女性的最优

评价为“贤妻良母”，相夫教子是其婚后最重要的使命。因为接受了更高层次的教育，高学历女

性丰富了学识，拓展了视野，结婚生子已经不再是她们唯一的选择，对婚姻以及性别角色有了新

的判断。她们中的单身群体，更倾向于追求性别平等和婚姻的自主。依据本文的数据，我们将性

别态度定义为对传统女性定位的认同，赋值从 1（不认同）到 5（非常认同），变量数值越高说明对

传统性别态度越认同，即两性性别越不平等。通过对均值的计算，发现高学历单身女性的性别认

同度较低，为 3.126 分，高学历已婚女性的认同度为 3.3411，明显高于前者。这验证了假设 2 中提

出的性别平等假说。对于婚姻态度，定义为“是否认同女性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赋值从 1（不认

同）到 5（非常认同）。“嫁得好”是指女性的幸福感受更多地依赖于以婚姻为纽带的男性，而“干

得好”则指女性将自我的幸福感独立依靠自己，这是一种依赖性和独立心态的区别。得分越高，

说明独立性越低，婚姻态度越传统。该变量的结果与性别态度保持一致，即高学历女性在婚姻态

度上更独立和多元。因此，从均值统计量可以初步证实高学历女性关于性别平等和婚姻多元化

的观念转变，从而验证了假设 2 前半部分。

怎样进一步验证高学历女性的单身状态能够提升她们的主观幸福感呢？首先，为了解释方

便，将婚姻态度变量进行简单变换，令 marriageattitudei=6−marriageattitudei，从 1 到 5 表示婚姻观

念从保守到多元。以下再次运用幸福感方程，将婚姻态度加入回归式中，观察单身系数的变化：

happyi = βsinglei+αmarriageattitudei+ θXi+εi （2）

与原回归结果保持一致，分别用 OLS 和有序选择模型进行回归，结果见表 4。结果显示，方

程中加入了婚姻态度变量后，单身的系数较原方程有明显的降低，显著性也相应减弱。婚姻态度

变量的符号均显著为正：OLS 回归中，婚姻态度的系数为 0.099，表示控制其他变量不变，高学历

女性婚姻观念的开明程度提升 1 个级别，则其幸福感水平相对提高 0.099 分；有序选择模型的回

表 2    匹配后的幸福感偏差

幸福感偏差

NN-matching IPWAR

ATE 0.192**（0.092） 0.194***（0.106）

ATET 0.199**（0.940） 0.208***（0.099）

观测样本 1 530 1 496

表 3    平衡性检验

原始数据 匹配数据

年龄 Welch’s t-test −3.400***
−0.893

F-test 1.323***
0.930

K-S test 4.991***
1.201

收入 Welch’s t-test 1.567***
1.003

F-test 1.237***
0.728

K-S test 4.384***
1.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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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结果与 OLS 一致。考虑婚姻态度后的显著性系数和单身系数降低，说明对“自己干得好”而非

“嫁得好”的认可，是单身高学历女性提高幸福感的显著因素。综合计量结果来看，加入婚姻态

度变量后，单身状态对主观幸福感的直接作用有所下降，部分影响体现在婚姻态度的影响中介

上，这验证了更平等独立的婚姻态度是单身提升幸福感的主要因素之一，从而验证了假设 2。

（二）人力资本

由于历史原因，女性在中国的经济社会中长期地位较低，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能力更是长期

被忽视（任颋和王峥，2010）。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开放和高等教育的普及，女性通过自身的

才干、管理能力和交际能力同样能够取得卓越的商业成就。“贤妻良母”并不再是她们唯一的正

面定位，在经济社会中同样有了女性的社会地位与职业价值。从个人收入和每周工作时间来考

察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人力资本价值和工作强度，发现高学历单身女性的个人收入（对数形

式）平均值为 5.559，比高学历的已婚女性（平均值为 4.405）高出 1.154。这说明高等教育能够显著

提升人力资本，并且对于高学历女性来说，婚姻的投入和工资收入有一定的替代作用。对于工作

时间变量，单身的高学历女性的平均一周工作时间为 42.221 小时，比已婚高学历女性的 40.391
小时高出 1.830 小时。这说明单身能够使高学历女性有更高的工作强度。结合以上两个方面，能

够验证假设 3 的前半部分。

针对人力资本如何影响单身状态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与之前的方法类似，我们将工资收

入（对数形式）作为收入变量，引入幸福感方程中：

happyi = βsinglei+γlninci+ θXi+εi （3）

表 4 中“人力资本影响路径”的汇报结果显示，单身的系数比表 1 中的基础回归更低，虽然

符号与原来一致，但是影响幅度降低，显著性也减弱，说明作为人力资本的收入变量影响着单身

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对于收入变量，在 OLS 回归中，高学历单身女性的个人收入提高 1 个单

位，其主观幸福感则提升 0.033 分，并且这种影响在 0.01 的水平上显著；有序选择模型的结果与

OLS 保持一致。综合以上实证结果，发现收入对高学历女性幸福感的提升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单

身对幸福感的直接影响，个人收入的确是高学历女性的单身状态提高其幸福感受的中介变量。

这验证了假设 3 的后半部分。

（三）家庭压力

人并非独立个体，其所处的家庭关系、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是影响幸福感的关键性因素

（Soulsby 和 Bennett，2015）。传统社会中，女性的婚姻状态不仅是个人的选择，更是听命于父母。

如果女人的婚姻状况不理想，即便客观条件优异，也会受到各种贬低，如带有明显讽刺意味的

“老处女”“老姑子”等，且各方压力严重影响了其生活的幸福感受。现阶段社会和家庭方面对女

表 4    影响机制检验

婚姻态度影响路径 人力资本影响路径 家庭压力影响路径

OLS ologit OLS ologit OLS OLS

幸福感 幸福感 幸福感 幸福感 小规模家庭 大家庭

单身 0.115（0.084） 0.150*（0.083） 0.130*（0.085） 0.142*（0.083） 0.220**（0.281） 0.103**（0.302）

婚姻态度 0.099**（0.057） 0.089*（0.056）

收入 0.033***（0.009） 0.023**（0.00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2 391 2 391 2 389 2 389 1 420 872

R2
0.192 0.103 0.198 0.104 0.1900 0.1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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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单身的宽容会降低这种舆论压力对其幸福感的降低作用。但与前两部分不同，本文的研究数

据中没有直接衡量社会压力的变量指标，因此不能直接从方程观测影响，只能通过同住家庭中

的代际数目来检验家庭婚恋压力对高学历女性单身对其幸福感的影响。在传统家庭中，三世同

堂或者四世同堂的现象十分常见。但现代家庭单位趋于小型，年轻的新婚夫妻大多独立于原生

家庭居住。我们把代际数为 1 和 2 的家庭定义为小型家庭；代际数为 3 及以上的家庭定义为大

型家庭。家庭规模越大，家庭中的成员思想则越传统，且亲戚数目众多，更可能造成单身女性面

临的婚恋压力。

分别对两个样本进行回归，结果均列在表 4 的“家庭压力影响路径”中。单身的系数在小规

模家庭的样本中显著高于大规模的家庭，即在代际数小的家庭，家庭可能存在的压力较小，单身

对幸福感的正向作用更显著；反之，在三世同堂甚至是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中，即便单身的高学历

女性在婚恋状态和个人资本方面能够有较高的幸福感受，但家庭中长辈施加的婚恋压力严重降

低了其个人幸福感。这从侧面验证了假说 4 中关于家庭压力的假设。虽然家庭压力是社会压力

的组成部分，但更好的指标度量还有待进一步探究。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的数据，对现阶段高学历女性的单身状态与其幸福感的

关系和主要影响路径做了详细探究，主要有以下结论：第一，现阶段随着高校扩招，女性成为高

等教育的主体，比例甚至超过男性，尽管传统意义上结婚生子是女性的归宿，但这些高学历女性

外表出众、性格外向，且更有着不逊于男性的高收入，她们的婚恋观念有了巨大转变。结婚生子

对她们来说不是必经之路。第二，高学历女性的单身状态对她们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提升作

用，且这种提升作用的主要因素为个体更平等的婚姻态度、人力资本的提高带来的经济社会地

位提高以及社会与家庭对女性单身的宽容度提高。第三，非高学历的女性单身状态和幸福感的

影响机理与高学历群体不同，单身状态显著降低了其主观幸福感。这承接了以往研究的结论，考

虑到高学历女性的比例为 10%，因此对其进行差异性研究十分必要。

根据研究结论，可以从个体角度和社会角度来分析研究启示。从个体角度来看，我们的结论

首先能够为大众正确认识高学历单身女性提供经验证据：如今的高学历女性群体是外在条件和

“软实力”兼备的中青年力量，她们的日常生活丰富多彩，且在职业岗位中也很有竞争力。她们

目前保持的单身状态，并非在婚姻市场上不受欢迎，而更多的是因自我的心理独立与事业上的

高竞争力而追求的一种更幸福的生活状态。因此，大众媒体不应该只因她们的单身状态而对其

存在“女博士”“呆板守旧”等引导性的歧视舆论，而应该认可她们的社会地位和贡献，并给予她

们的婚恋选择更多的宽容和自由。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本文的结论能引申出怎样的意义呢？当下，我国的总和生育率远低于更

替水平，社会面临着巨大的生育压力，而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却存在着单身状态提升幸福感的

现象，这可能使中国面临损失：高学历女性的“幸福单身”不仅减少了新出生人口，根据代际传递

理论（Currie 和 Moretti，2003），这些正是出生在潜在最优家庭的人口，而长期潜在最优人口群体

的缺失会损害社会的进步动力。这种个体幸福感与社会整体福利相悖的现象引发我们进一步思

考：女性存在过度教育吗？已有的研究（吴要武和刘倩，2014）曾提出，高教育水平使高学历女性保

持单身，高校的扩招对婚恋市场有负面影响。而根据本文的讨论，我们认为，高校扩招及性别结

构变化并不是问题所在，问题的根本在于目前仍普遍存在的婚姻性别不平等和劳动力市场中对

女性结婚生子的歧视与不公正待遇。因此，一方面，应该合理引导家庭与社会中的性别平等观

点，强调男性作为丈夫在家庭各项事务中需承担与女性同样的责任；另一方面，相关的政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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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应该重视丈夫的参与，保障女性的权益，如增加男性的产假陪护时间，给予女性生育期间更好

的福利待遇、经济保障和受雇权利，以最大限度地降低高学历女性结婚后生活和家庭带来的双

重压力，增强她们的结婚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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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y Single” for Highly Educated Women in China:
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Single Stat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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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opening up of China’s economy and the enlargement of universit-

ies，women have now surpassed men to become the main body of high education. At the same time，mor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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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highly educated women remain single at the age of marriage. In the traditional concept，single high-edu-

cated women are unpopular groups in the marriage market and are labeled as “dull” and “spinsters”. But the

truth is，part of women are being single not due to their poor attractiveness，they look decent and extroverted.

So why do these highly educated women have a considerable percentage to stay single？ How does singleness

affect their well-being？ Which path is this impact based on？This paper aims to improve the literature on mar-

riage and well-being，and raise concerns about the phenomenon of single women’s “happiness” and the over-

all interests of societ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four theoretical hypotheses.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CFPS（2014）

data，this paper empirically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rriage and happiness of highly educated

women. The main conclusions of the study are as follows：First，women with high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have excellent appearance，high income，and great changes in their concept of marriage. Sometimes career

choice is before marriage choice. Second，the single status of highly educated women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main paths of this role are：the mental independence guided by the individual’s

more equal marriage attitude；the recognition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atus brought by the enhancement of hu-

man capital；the reduced pressure of marriage brought by the increased social and family tolerance of female

singles. Third，non-highly educated women’s single status reduces subjective well-being，which accords with

previous research，and also explains the necessity of differentiation research.

　　The conclusions bring inspirations both from the individual perspective and the social perspective. Most

importantly，China is facing enormous fertility pressure，and the problem is rooted in the prevailing gender in-

equality in marriage and the unfair treatment of women in the labor market. The society should reasonably

guide the equal views of family and gender，and the relevant policy design should also pay attention to the par-

ticipation of the husband and protect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women.

　　This paper expands the existing research in three aspects：First，it puts forward new arguments on

women’s marriage，that is，mental and economic independence brings new choices for highly educated wo-

men. Second，it gives a complete study on the marriage and well-being of highly educated women from theory

to practice，as well as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 Third，the current universal fertility pressure is contrary to

the “single happiness” of highly educated women. How to guide individual happiness while not violating the

overall interests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policy design.

Key words:  highly educated women； subjective well-being； marital attitude； human capital； social and

family pressure

（责任编辑  景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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